
 

 

强县之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潘春阳，曹淑雯，吴柏钧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经济学系,  上海,  200237）

摘　要：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举措。

文章基于中国 2013—2022 年的县域面板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表明：试验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

其通过促进产业集聚、人口流入、土地供给、科技创新来实现增长效应。但试验区对 150 km 以内的

非试验区县域存在一定的“虹吸效应”。同时，对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政府支出规模较小、资

源依赖程度较低以及属于全域试验区的县域，试验区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经验证据，并为发展县域经济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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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县域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县域经济不仅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而且吸纳农村劳动

力，其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截至 2023年，我国县域面积接近国土

面积的 90%，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52.5%，县域经济体量达到全国 GDP的 38.1%（董雪兵和韩

奇，2024）。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土地等制度安排以及城乡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

均衡供给阻碍了城乡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和高效配置，这制约了县

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县域经济难以有效串接和有力支撑城乡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

展的“短板”（吴丰华和韩文龙，2018）。因此，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突破县

域经济发展“瓶颈”的必然举措。

2019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了未来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三步走”目标，并强调“把

试点作为重要改革方法”。发改委等部门随后联合发布《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

（下文简称《方案》），将全国 11 个片区的 4 个地级市全域以及 65 个县级市（县、区）列入试验区

名单，试图从城乡人口、土地、科技、产业、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探索城乡融合发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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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政策体系，旨在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与案例。从理论上看，破除城乡户籍

和土地等二元制度壁垒以及改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不仅有助于纠正要素资源错配，而且对于促

进产业集聚发展、科技创新也具有积极意义（Ngai 等，2019；钟粤俊等，2020；郭冬梅等，2023）。
因此，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下文简称“试验区”）政策这一准自然试验可能正在重塑现有城乡

关系，为县域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致力于研究试验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及内在机制，具体从以下四

个方面展开：第一，试验区能否带动所在县域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关系到试验区的数量是否应该

增加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能否复制和推广的问题。第二，试验区是通过哪些有效

的机制或渠道推动县域经济增长？这涉及如何从理论上解读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第三，试

验区在促进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过程中，是否符合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对于临近县域的

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溢出效应？是积极“辐射”周边发展，还是消极“虹吸”周边资源？第四，试验

区的政策效果是否因为县域特征、试验范围而存在异质性？这些异质性是对相对落后县域更有

帮助的“平衡效应”，还是进一步放大相对发达县域发展优势的“马太效应”？弄清这些问题关系

到试验区政策能否推进各地区共同富裕的问题。

学者对城乡融合发展相关问题已经展开深入研究。有学者揭示了城乡户籍、土地、金融、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孔祥智，2020；李江涛等，2020；蔡昉，

2023），并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索了相关制度改革对于要素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增

长的影响，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张吉鹏等，2020；Wang等，2021）、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林文声等，

2018；Zhao，2020；周力和沈坤荣，2022）、城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随迁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均

等化改革（赵紫荆和王天宇，2021；黄永颖等，2023；张锦华等，2024）以及城乡交通、通信等基础

设施一体化改革（张勋和万广华，2016；牛耕等，2024）。此外，学者还总结试验区的创新举措和

实践经验（吴柏钧和唐茂钢，2024）。
县域经济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长期以来，城市发展导向加剧了大城市对县域资源

的“虹吸效应”，导致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吴丰华和韩文龙，2018；朱玉春等，2024）。近年

来，不少政策试验尝试解决此问题。在扶贫及产业政策领域，设立国家级贫困县、扶贫改革试验

区以及返乡创业试点政策，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非农产业集聚、创造非农就业等机制显著

促进县域经济增长（黄志平，2018；张国建等，2019；黄祖辉等，2022）；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

则通过促进资金回流和工业发展从而实现增长效应（宋科等，2023）；在数字经济领域，“电子商

务进农村示范项目”促进了当地“淘宝村”发展（王奇等，2021），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够放大农村

电商发展的增长效应（姚利好等，2022）；高铁开通（Chen 等，2023）、“撤县设区”（Han 和 Wu，
2024）、县级官员经济治理能力（文雁兵等，2020）都是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现有研究

往往从城乡融合发展的某个侧面讨论其对微观农户行为或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少有研究聚

焦于县域经济增长，而探索县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研究则忽视了试验区的重要作用，也没有

对其增长效应及内在机制进行系统评估。

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本文利用双

重差分方法（DID）评估了试验区对县域经济的增长效应，这既是对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研究的补

充，也为各类政策试点效应评估提供新的经验证据；第二，在机制识别方面，本文基于试验区这

一政策冲击，从产业集聚、人口流入、土地供给、科技创新四个维度深入剖析试验区增长效应的

内在机制，丰富了学术界对新时代中国县域经济增长内在规律的理解和认识；第三，在政策启示

方面，本文不但得出了试验区提升县域经济的积极效果，而且也揭示了当前试验区政策的一些

问题，这对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重点与方向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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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变化与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分割、城乡不平衡发展、城乡统筹阶段，目前正进入

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张海鹏，2019）。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创造了

大量劳动力岗位，这与当时滞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一起推动了劳动力“乡城转移”。2002 年，

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强化了政府改善城乡关系的职责。以小城镇为

突破口的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税等举措促进了城乡关系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完善

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

基础设施一体化。

但是，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彻底打破，城乡发展差距依然显著。城乡居民缴费额度和政府补

助力度差异明显，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生活配套服务与城乡一体化目标还有距离（李兰冰

等，2020；孔祥智，2020）。同时，农民土地财产权益未能得到充分保障，城乡居民财产收入差距

明显（熊柴等，2021）。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这一重要理念。201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意见》，要“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如果说“城

乡统筹”侧重于强调发挥政府在改善城乡关系中的作用，那么“城乡融合发展”则更重视构建城

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城乡发展相互促进的机制。

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和重塑新型城乡关系，2019年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方

案》，将全国 11个片区列为试验区，包括 4个地级市全域和 65个县级市（县、区），并根据片区的

禀赋特征明确其试验重点。《方案》强调“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

置为关键”，计划从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科

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

展体制机制等 11个方面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和政策体系。近年来，各试验区结合自身发展特

色进行深入探索，取得了不少有益经验。总之，试验区政策这一准自然试验既是把握城乡发展

规律、缓解要素资源错配的战略部署，也是因地制宜、解决地方具体问题的策略创新，是顶层设

计和实践探索的一次典型结合。

（二）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县域是连接大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关键枢纽，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息缩影”。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战场”，

试验区的政策效应必然首先体现在县域经济之中。不同于传统措施单一的地方性政策，试验区

更像一个综合配套改革方案，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行“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公共产品均

等化供给”两大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尝试可能正在为县域经济注入增长动力。

第一，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和有效配置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在劳动力要素领域，试

验区探索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尝试放开城市落户限制，并且建立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这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工业部门流动。试验区探

索建立人才加入乡村制度，鼓励适合农业农村发展需要的人才返乡创业与就业。上述探索能够

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双向流动和配置优化，从而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县域经济增

长。在土地要素领域，试验区探索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与退出农村权益制度，

并且完善农村产权抵押担保权能，这有助于将土地流转到农业生产率更高的农户，并且将农业

  2025 年第 6 期

•  36  •



生产率较低的农民配置到城市和工业部门。试验区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

度，有助于将该类土地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区域，实现更高的经济价值。上述探索通过缓解农村

土地在城乡间和乡村内的错配程度，从而为提升 TFP和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试验区人口流

动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但能够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配置到更高效率的城市和工业部门，也能够使

得农地和农业生产率较高农户进行匹配。因此，其具有纠正城乡劳动力错配和土地错配的双重

效应。一些研究也揭示了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Ngai等，2019；郭冬梅等，2023）。

第二，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也是支撑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在基础设施领域，

交通、通信等城乡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降低劳动力迁移成本，并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和县域经

济增长（张俊，2017；牛耕等，2024）。试验区探索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动

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与建设，这有助于畅通劳动力城乡流动，优化劳动力城乡配置，同时也有

助于扩大下游消费者市场和上游供给商市场，从而提升县域市场潜能和经济增长潜力。在公共

服务领域，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改善不但有助于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和健康人力资本，还能

够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王翌秋和刘蕾，2016；赵紫荆和王天宇，2021；黄永

颖等，2023）。试验区探索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体制机制，通过建设城乡“教育联

合体”和“县域医共体”，将教师和医务人员资源向乡村地区倾斜，这些措施为县域经济增长提

供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基础。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有助于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试验区政策也正在构建一系列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的新机制。第一，产业集聚

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试验区推动交通、能源等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降低企业生产和

运输成本，这有助于提升县域市场潜能和产业集聚能力。试验区根据自身比较优势搭建城乡产

业协同发展平台，以培育特色产业或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形成产业集聚并构建与大城市分工

协作的发展模式。

第二，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试验区落户限制的放开和放宽以及市民化成本分担机

制的完善能够吸引其他县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还有助于劳动力回流创业和就业（张吉鹏

等，2020；屈小博和胡植尧，2022）。同时，试验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水平的提

高，也有助于吸引外地人口流入，并推动县域城镇化进程。

第三，土地是经济增长的空间载体。试验区关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探索，包

括依法将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这都有助

于扩大县域建设用地供给（马翠萍，2021）。同时，试验区关于户籍、农地制度改革以及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探索都促进了人口向试验区县域流入，在“人地挂钩”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人口

流入及市民化将转化为县域城镇建设用地供给的扩大。

第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试验区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

一方面，科研机构应根据市场需求和县域产业特色设立技术研发和转移部门，形成合作机制和

技术服务网络；另一方面，完善农业科研成果产权制度，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激励科

研人员入乡从事科技创新工作。同时，试验区破除户籍、土地制度壁垒等改革举措有利于集聚

高技能劳动力，为科技创新提供人力资本条件。

总之，试验区通过改善制度供给对县域产业集聚、人口流入、土地供给和科技创新产生积

极影响，如图 1所示。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通过促进产业集聚、吸引人口流入、扩大土地供给以及提升科

技创新来实现增长效应。

潘春阳、曹淑雯、吴柏钧：强县之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  37  •



 

产业集聚

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政策

生产要素
市场化配置

公共产品
均等化供给

人口流入

土地供给

县域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

政策实施 制度供给 影响机制 政策效应

图 1    试验区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根据《方案》，本文选择 11个试验片区所在省份的县级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在剔除关键信息

缺失样本后，研究样本包括属于试验区的 76 个县级城市和不属于试验区的 1 044 个县级城市。

同时，本文以 2013到 2022年作为研究区间考察新时代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

本文数据来源如下：第一，县域经济特征数据。其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

各省份统计年鉴。第二，夜间灯光数据。基于 DMSP/OLS和 NPP/VIIRS校准的夜间灯光数据来

源于 NOAA网站 NGDC数据中心。第三，科技创新相关数据。县级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

局。第四，土地供给相关数据。县域建设用地面积等信息来源于《中国县城建设统计年鉴》。第

五，数字金融相关数据。我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县域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另

外，对于个别信息缺失的变量，我们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

（二）模型设定

试验区政策这一准自然试验符合单时点 DID的设定要求，我们构造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lnGDPit = α+βURI it +γ’Mit +Countyi+Yeart +εit （1）

i t lnGDP

URI Treati

Postt Treati i Postt t

β

M

γ

α Countyi Yeart εit

其中， 代表县域，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为 为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地区生产总值

用 2013 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处理；核心被解释变量 代表试验区政策，由 和

相乘得到； 代表县域 是否属于试验区，属于则取 1，否则取 0； 代表 年是否实施

了试验区政策，2019 年及以后取 1，否则取 0；系数 表示试验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

表示一系列县域维度的控制变量，包括第三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

例）、政府支出规模（地方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户籍人口的对数； 为控制变量的

系数向量， 为常数项； 和 分别为县域和年份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

表 1汇报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并对处理组与控制组生产总值的对数进行统

计检验。结果显示，试验区县域的经济规模要显著高于非试验区县域。

 

表 1    基本统计量与样本均值检验

Panel A 基本统计量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县域生产总值） 9 890 14.5161 1.0332 10.7428 17.5351

试验区政策URI 9 890 0.0259 0.1588 0 1

第三产业占比 9 890 0.4187 0.1240 0.0651 0.9711

政府支出规模 9 890 0.2122 0.2207 0.0117 3.9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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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与平行趋势检验

1. 试验区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

表 2 汇报了加入县域、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试验区对县域

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列（4）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试验区政策的

实施能够使县域生产总值提高约 5.54%，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1。①

 
 

表 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被解释变量：ln（县域生产总值）

URI 0.0747** 0.0711** 0.0687** 0.0554**

（0.0317） （0.0330） （0.0284） （0.0279）

第三产业占比 −0.4724*** −0.5309*** −0.4925***

（0.0557） （0.0884） （0.0850）

政府支出规模 −0.9803*** −0.9583***

（0.1329） （0.1297）

ln（户籍人口） 0.5705***

（0.1269）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 510 10 310 10 120 9 890

组内R2 0.4293 0.4610 0.5652 0.5840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省略了常数项的估计结果，括号内为聚类到县域的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2. 平行趋势假设分析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取决于平行趋势假设，即试验区内的县域与非试验区内的县域

续表 1    基本统计量与样本均值检验

Panel A 基本统计量

ln（户籍人口） 9 890 3.8607 0.7725 0.9400 5.5294

非农产业集聚度 8 395 0.2883 0.7234 0.0001 28.0850

ln（年末总人口） 9 810 3.8343 0.7852 0.6931 5.6058

城镇建设用地占比 4 215 0.0111 0.0101 0.0001 0.0927

专利数量 9 290 0.5600 1.3835 0.0020 28.2600

数字普惠金融 8 746 103.6976 22.2857 10.2400 152.2500

资源依赖 9 890 0.3741 0.4839 0 1

全域试验区 9 890 0.0182 0.1337 0 1

非全域试验区 9 890 0.0465 0.2106 0 1

Panel B 试验区与非试验区ln（县域生产总值）的均值检验

变量名 试验区 非试验区 t值检验

ln（县域生产总值） 15.1721 14.5024 0.6697***

潘春阳、曹淑雯、吴柏钧：强县之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① 我们进一步将 ln(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每万人中学生数作为控制变量，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URI 依然显著为正，且系数变化不大。

限于篇幅，省略相关结果，留存备索。

•  39  •



m

m

m = −1

在试验区政策实施前的经济增长趋势应该平行，否则基准模型 DID的估计结果就不能表示因果

效应。本文选择政策实施前 6 年到政策实施后 3 年进行平行趋势假设分析，用 来表示试验区

政策实施的第 年，0及正值表示政策实施后，负值表示政策实施前，并设定政策实施的前一年

2018年为基期（ ）。模型设定具体如下：

lnGDPit = α+
∑3

m=−6
βmDm

it +γ’Mit +Countyi+Yeart +εit （2）

Dm
it i

m

Dm
it

βm

其中， 为政策虚拟变量，如果县域 在试验

区政策实施的第 年在试验区内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对于非试验区内的县域， 始终

为 0。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各 的正负及其显

著性来判断样本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图 2
展示了平行趋势相关估计结果，在试验区政

策实施前，政策虚拟变量各期的估计系数不

显著或为负，这表明在试验区政策实施前，样

本中各县域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不存在明

显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从动态效果来看，在试验区政策实施后第一期没有明显的政策效

果，这可能是因为试验区涉及多项机制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充分释放其增长效应。

（二）稳健性检验

1. 处理组非随机分配问题

（1）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可以为处理组筛选和匹配适当的控制组，从而修正处

理组非随机分配导致的估计偏误。通过 1:1近邻匹配我们发现，相比原始样本，匹配后样本的处

理组和控制组在主要特征上的差异性明显缩小，各控制变量的差距下降 44.8%到 97.5%，表明本

文的倾向得分匹配较好地消除了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性，即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具有较

好的平衡性。表 3 列（1）到（3）分别展示了基于 1:1 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卡尺匹配的基准模型估

计结果，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试验区前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与表 2列（2）的估计结果较为相

似，这说明基准模型的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表 3    PSM-DID、更换控制组以及 SUTVA 检验的估计结果

（1） （2） （3） （4） （5） （6） （7）

近邻匹配 核匹配 卡尺匹配 <100km <150km <200km SUTVA

被解释变量：ln（县域生产总值）

URI 0.0476** 0.0474** 0.0476** 0.0844*** 0.0662** 0.0554** 0.0826***

（0.0223） （0.0222） （0.0223） （0.0287） （0.0261） （0.0254） （0.03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k
it近似处理组 控制

观测值 9 430 9 414 9 430 3 990 6 240 7 710 9 890

组内R2 0.6805 0.6813 0.6805 0.5447 0.5864 0.6112 0.5865
 

（2）更换控制组为相近县域

沿着上文 PSM-DID的思路，考虑到距离试验区较远的县域在文化、语言、社会习俗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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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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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试验区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我们选择与试验区在地理上相近的县域作为对照组，并基于此

重新评估试验区的增长效应。具体而言，我们借助 Arcgis 软件逐一获得各县域的经纬度坐标，

计算出试验区到其他非试验区县域的球面距离，然后将控制组调整为距离试验区一定球面距离

以内的县域，包括距离试验区 100 km以内、150 km以内、200 km以内三组。我们基于这三个控

制组，重新估计基准模型，结果如表 3列（4）到列（6）所示。可以发现，试验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依然显著，且估计系数与表 2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相似。

（3）合成控制法

相较于 DID 方法，合成控制法（SCM）可
以对若干非试验区进行适当的加权平均或线

性组合，合成出一个更为合适的反事实控制

组，从而有效避免试验区与非试验区之间在

政策实施前本身存在的异质性问题，这有助

于识别出因果效应。图 3 展示了相应的估计

结果，可以发现，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代

表县域和合成控制组在经济增长方面的表现

基本平行，表明合成控制组较好地拟合了试

验区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代表县域经济增长

的实际路径。在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后，相比于合成控制组，处理组代表县域的经济增长明显上

升，这再次证明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即试验区政策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2. 稳定单元处理值假设检验

Rk
it k ∈ {1,2,3}

i处于第k组 t ⩾ 2019

Rk
it = 1 Rk

it t < 2019

Rk
it Rk

it

利用 DID 方法估计政策因果效应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稳定单元处理值假设（SUTVA）须
成立，即个体是否受到处理不能影响其他个体的潜在结果。可能的原因为：试验区的探索实践

可能会对临近的县域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或者临近试验区的县域可能会主动学习试验区的成

功经验，这些都会导致非试验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似处理组，从而违背 SUTVA。根据

Clarke（2017）的研究，我们需要将近似处理组加入回归模型，进而识别试验区真实的增长效应。

因此，我们构造近似处理组虚拟变量 ， ，分别对应离处理组球面距离小于 100 km、
在 100—150 km 之间、在 150—200 km 之间三组控制组样本，当县域 且 时，

，否则为 0。可以发现，试验组县域相应的 以及在试验前（ ）的非试验组县域相应

的 皆等于 0。然后，我们将上述虚拟变量 纳入基准模型并重新估计：

lnGDPit = α+βURI it +
∑3

k=1
θkRk

it +γ’Mit +Countyi+Yeart +εit （3）

β其中， 表示在控制了近似处理组的前提下试验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表 3列（7）的结

果表明，在控制了近似处理组后，试验区的县域增长效应依然显著。

3. 遗漏变量问题

（1）控制其他县域政策试点：“电商进村”“撤县设区”和“国家级开发区”设立

考虑到试验区政策实施前后还存在其他的县级政策试点，这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叠加效应，

导致无法识别出试验区政策的因果效应。在本文样本期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计划”

（即“电商进村”）“撤县设区”以及“国家级开发区”设立可能会影响城乡间经济活动空间分布

和县域资源获取能力，从而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

上依次加入这三个政策虚拟变量，以控制这些政策可能产生的干扰效应。表 4列（1）到列（3）的

   
 16.0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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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组代表

合成控制组

图 3    合成控制法下经济增长路径比较

　　注：处理组代表县域为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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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上述政策冲击后，试验区的增长效应依然显著为正。同时，上述三项政

策冲击都没有显著的增长效应。
 
 

表 4    引入更多控制变量、IV 估计等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7） （8）

被解释变量：ln（县域生产总值） 灯光亮度

URI 0.0566** 0.0533* 0.0537* 0.0590** 0.0574** 0.0354** 0.0925** 1.5933***

（0.0279） （0.0278） （0.0276） （0.0280） （0.0279） （0.0170） （0.0368） （0.5580）

“电商进村” 0.0147

（0.0098）

“撤县设区” 0.0398

（0.0307）

“国家级开发区”设立 0.0396

（0.03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HN1×年份FE 控制

HN2×年份FE 控制

省份×年份FE 控制

观测值 9 890 9 890 9 890 9 890 9 890 9 890 9 280 9 790

组内R2 0.5844 0.5845 0.5844 0.5851 0.5842 0.7402 0.2544 0.5821
 

（2）控制县域初始特征

HN1

HN2

试验区较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是由于这项试点政策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于试验区在政策

实施前便具备了一些特征或有利条件，这些特征或有利条件才是导致试验区增长较快的内在原

因。我们首先构造县域特征指示变量，以政策实施前一年（2018年）的中位数值为标准，大于中

位数值则为 1，否则为 0。然后，将这些指示变量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纳入模型。同时，我们

还将这些县域特征初始值（2018年）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纳入模型。表 4的列（4）、列（5）展
示了控制县域户籍人口初始特征差异性趋势的估计结果，人口初始特征指示变量为 ，初始

值为 。可以发现，试验区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①

（3）省份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不同省份在某些年份存在差异性的政策冲击或制度安排，从而导致该省份内的试验区有更

好的经济增长效果。因此，我们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和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表 4 列（6）结果表

明，在控制省份×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后，试验区效应依然为正且显著，但相比基准回归的估计结

果，系数规模有所缩小，这意味着如果不考虑省份在不同时点的政策冲击，可能会高估试验区的

真实效应。

（4）安慰剂检验

本文采用虚构处理组和政策时间的方式进行混合安慰剂检验。在样本中随机选择处理组

和处理时间构造“伪处理组”，并根据基准模型设定进行系数估计，重复上述操作 1 000次，得到 1 000
组“伪处理组”的估计系数及 P 值，进而绘制其概率分布图。图 4 结果显示，基准回归的试验区

系数远离该随机试验结果的范围，这表明试验区对县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并非是偶然的。

  2025 年第 6 期

 ① 我们还控制了第三产业占比、政府支出规模初始特征的差异性趋势，主要结论依然稳健。限于篇幅，省略相关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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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向因果问题

本文的实证结果还可能受到反向因果的

内生性影响，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可

能更容易被选为试验区。综合参考周梓洵等

（2023）、易行健等（2023）、洪俊杰等（2024）工
具变量的设计思路，我们选择县域被选为试

验区的概率在地级市层面的均值、县域地形

起伏度的倒数以及滞后一期的省级水稻适宜

度三者的交互项作为 URI 的工具变量（IV）。①

理由在于：第一，水稻生产在灌溉设施供给和

种植过程中需要劳动者相互协调与合作，这有助于催生集体主义文化和共同富裕思想（易行健

等，2023），也有利于培育契约行为和市场经济（罗必良和耿鹏鹏，2022），从而为今天的城乡融合

发展奠定文化基础，而较小的地形起伏度有助于农业发展，这也构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利

条件。因此，上述变量符合 IV的相关性要求。第二，上述构成 IV的三个变量对于样本期的县域

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外生性，符合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表 4 列（7）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试验区的增长效应依然存在，且系数较基准回归结果有所增加。②

5. 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不少研究也将夜光遥感数据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有效代理（郭峰等，2023；张楠等，

2023）。本文使用夜间灯光亮度数据替换原被解释变量。表 4 列（8）结果显示，试验区县域的夜

间灯光亮度显著强于非试验区，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试验区的增长效应。

（三）试验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内在机制分析

1. 产业集聚

试验区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的搭建有助于降低企业生产和运输成本，

发展本地特色产业，并吸引大城市产业转移，试验区户籍、农地改革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则为产业集聚准备劳动力和人才基础，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产业集聚发展，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增

长。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我们用非农产业集聚度，即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县域总面积来衡量

产业集聚发展水平。表 5列（1）的结果表明，试验区显著促进了县域非农产业集聚发展。

2. 人口流入

试验区落户门槛降低、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完善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都有助

于吸引人口迁入和回流，从而为县域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要素保障。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我们

探索了试验区政策对县域人口总量的影响。表 5列（2）的结果表明，试验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县域

年末总人口的增长。

3. 土地供给

在“人地挂钩”的制度安排下，试验区人口流入，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的增加，有

助于扩大县域城镇建设用地供给规模。同时，试验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探索增加

了建设用地供给，从而放大城镇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我们用县域城镇建

设用地面积占县域总面积的比例来衡量土地供给的相对规模。表 5列（3）的结果表明，试验区政

策显著扩大了县域土地供给相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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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混合安慰剂检验

潘春阳、曹淑雯、吴柏钧：强县之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① 省级水稻适宜度用每千公顷稻谷产量（万吨）衡量。

 ② 限于篇幅，省略工具变量估计及相关检验的完整结果，留存备索。

•  43  •



 

表 5    试验区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及溢出效应

（1） （2） （3） （4） （5） （6） （7）

非农产业集聚度 ln（年末总人口） 城镇建设用地占比 专利数量 d = 100 d = 150 d = 200

URI 0.1145*** 0.0440** 0.0015* 0.2556**

（0.0310） （0.0172） （0.0008） （0.1159）

Closed ×Post −0.0428** −0.0293* −0.0113

（0.0168） （0.0152） （0.01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 395 9 810 4 215 9 290 9 250 9 250 9 250

组内R2 0.2091 0.1546 0.1501 0.1797 0.5755 0.5742 0.5732
 

4. 科技创新

试验区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的探索和建立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升都有助

于县域集聚高技能人力资本，特别是吸引涉农科技人才。同时，试验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

的搭建也为科技人才提供了发挥才干的空间。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我们用县域专利授权数量来

衡量县域科技创新能力。①表 5列（4）的结果表明，试验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县域科技创新能力。

URI

总之，上述一系列估计结果验证了假设 2。考虑到机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我们对机制方

程进行似无相关回归，可以发现， 的系数依然都显著为正，即试验区对四个机制变量仍存在

显著的正效应，这再次验证了假设 2。②

（四）溢出效应

考虑到开发区等地区导向型政策往往存在跨区域的溢出效应（Alder等，2016）。因此，我们

有必要讨论试验区是否也对临近县域产生溢出效应，即试验区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临近县域的经

济增长。根据 Zheng和 Li（2020）的“同心圆”设定思想，我们首先在样本中剔除处理组，并设定

如下回归模型：

lnGDPit = α+δClosed
i ×Postt +γ’Mit +Countyi+Yeart +εit （4）

Closed
i i d

d δ

其中， 表示非试验区县域 在一定地理距离 内是否存在试验区，如是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为 100km、150km、200km 三个范围； 表示试验区对临近非试验区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表 5

列（5）至列（7）的结果表明，试验区对 100km和 150km以内的县域产生了较为明显的负向溢出效

应。同时，随着距离的增加，这一负效应逐渐减弱，当非试验区县域距离试验区 200km时，这一

负效应不再显著。此负向溢出效应很可能是因为试验区对临近非试验区县域产生了“虹吸效

应”所导致的。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在要素流动的背景下，中心区域会对周边区域的要素资源

产生“虹吸效应”，并在周边区域形成集聚阴影区（Krugman，1991；Fujita等，1999）。在地区间要

素流动成本不断降低的背景下，试验区改善城乡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供给

以及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等改革措施可能会提高各类要素的边际回报和规模经济效应，

从而强化试验区的要素集聚力，将劳动力、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从非试验区吸引入试验区，这

一“虹吸效应”会抑制非试验区的经济增长。同时，考虑到要素流动成本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而

  2025 年第 6 期

 ① 县域专利授权数量包括发明和实用新型两类，单位为千项。

 ② 限于篇幅，省略似无相关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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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这一“虹吸效应”也会相应减弱。在上文的机制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试验区促进

了非农产业集聚和外来人口流入，这也证明了我们对试验区“虹吸效应”的理论推断。

（五）异质性分析①

1. 数字金融

URI

我们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数将县域划分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和

“较低”两类，并将该虚拟变量与 的交互项加入回归模型。根据回归结果，数字金融发展水

平较高的试验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赋能各项改革举措放大了

试验区的增长效应。

2. 政府支出规模

URI

我们根据县域财政支出占比的中位数将县域分为政府支出规模“较大”和“较小”两类，并

将该虚拟变量与 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根据回归结果，对于政府支出规模较小的县域，

试验区增长效应更大。这可能意味着，总体税负水平较低的县域更有助于吸引外地要素流入，

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而放大了试验区改革的积极效应。

3. 资源依赖

URI

为了探索县域资源依赖对试验区增长效应的影响，我们将县域分为“资源型”和“非资源

型”两类，②并将该虚拟变量与 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模型。根据回归结果，试验区并未促进资

源型县域的经济增长，甚至还存在一定的负效应，但显著促进了非资源型县域经济增长。这可

能是因为，资源型县域历史遗留问题严重，产业发展比较滞后，试验区的改革尝试尚未破解当地

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流失的困境，难以为其提供转型增长的动力。

4. 全域试验区

Postt

根据《方案》，试验区分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内的连片县域”和“地级市全域”两类，为了探

索两者增长效应的差异性，我们构造全域试验区和非全域试验区虚拟变量，并将这两个虚拟变

量与 的交互项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根据回归结果，全域和非全域试验区的增长效应皆为

正，但全域试验区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这意味着，在地级市这一更高层次上开展试验区政策，

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内打破要素资源流动壁垒和统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从而有更强的增长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 2013—

2022年 1 044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将 2019年实施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政策视为一项准自

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该政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结论为：第

一，试验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在经过一系列检验之后，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

分析表明，试验区政策通过促进县域产业集聚、人口流入、土地供给、科技创新四个渠道实现县

域增长效应；第三，试验区对 150 km以内非试验区县域存在一定的“虹吸效应”，即抑制了临近

县域的经济增长；第四，对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政府支出规模较小、资源依赖程度较低以

及属于全域试验区的县域，试验区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总之，本研究不但有助于学术界更深

入地理解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背后规律，而且也为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振县域经济提

供参考。根据本文的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潘春阳、曹淑雯、吴柏钧：强县之路：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① 限于篇幅，图表分析省略，留存备索。

 ② 根据国务院 2013年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对县域进行划分。

•  45  •



第一，应稳步推广试验区政策。实证表明，试验区政策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并且全域试验

区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临近县域产生“虹吸效应”。因此，稳步扩大试验区范围，特别是

将零散片区型试验区提升为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全域试验区能进一步提振县域经济，缓解试验区

“虹吸效应”，推动地区间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第二，应更加注重试验区改革措施的配套协

调，为县域经济注入动力。机制分析发现，试验区相互关联的改革措施协同发力，有力促进了县

域产业集聚、人口流入、土地供给和科技创新。我们也发现传统试点政策的作用较为有限。因

此，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应更加注重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作用。第三，因地制宜地发挥试验

区政策效应。异质性检验表明，对于数字金融发展较好、政府支出规模较小、资源依赖程度较轻

的县域，试验区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首先，应科学引导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缓解返乡就

业人员及企业的信贷约束，让金融资源更好地支持农村发展；其次，应有效推进县域政府机构改

革，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激发县域内市场主体的活力；最后，应积极推动资源型县域转型，基于

县域比较优势主动延伸传统产业链，积极培育替代产业，并强化生态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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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to Prosperity: How do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Promote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Pan Chunyang,  Cao Shuwen,  Wu Baijun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Summary: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

ernization, and also a key measure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has gone through stages of im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and is currently moving towards a new stage of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x-

plore effective path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and reshape a new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policy of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2019.

　　Using the county-level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22 and a DID mode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pilot zones on the county-level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

lot zone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and this effect is achieved through four

channels: non-agricultur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opulation inflow, construction land supply, and technolo-

gic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 pilot zone policy also exerts a kind of “siphon effect” that suppresses the eco-

nomic growth of counties within 150km of a pilot zone. Meanwhile, the growth effect of pilot zones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counties with better digital finance development, smaller government expenditure scales, lower

dependence on nature resources, and belonging to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evaluat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growth effect of pi-

lot zones on the county-level economy, providing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study of various “policy pi-

lot” effects in China. Second, it deeply analyz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rom four dimensions,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laws of China’s county-level economic growth. Third, it not only identifies the

positive role of pilot zones in improving the county-level economy, but also reveals some shortcomings and

weaknesses of the current pilot zone policy.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economic effect of the pilot zone policy, and

also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boosting the county-level economy and promot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ational Pilot Zones for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ounty-level economy；

 D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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